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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反思與重構

吳傑華　 曹志紅

[提　 要] 　 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作為專門的領域,始於文煥然、何業恒於 1970 年代開創的歷史動物

地理研究。 進入 21 世紀,歷史動物研究打破原有模式,進入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環境史研究範式。
但無論是原有模式,還是新範式,在對歷史動物的關照上均存在缺陷。 舊模式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

容上相對狹窄,新範式則側重於關注人類出現以後的歷史,研究時段難以延展,故而二者都無法將

歷史動物研究完全納入各自的學科領域。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動物研究應當取二者之長。 在特

定動物的實證研究中,應正視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遵守基本的動物倫理,尊重歷史文獻,重新審視人

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喚醒對生命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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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者對歷史動物均有關注,陳懷宇、沈宇斌、張博對國外歷史動物研究狀況作了詳細介

紹。①中國亦有研究歷史動物的傳統,曹志紅、楊傑、陳洪源等人在學位論文或專論中對中國的歷史

動物研究已有初步整理,②但尚有補充空間,對歷史動物研究目前面臨的問題也需要深入的討論。
鑒於此,筆者在此對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作一系統梳理、反思,以求教於方家。

一、作為歷史地理領域之一的歷史動物研究

目前較早關注歷史動物的論著當屬章鴻釗先生《中國北方有史後無犀象考》,③文章結論雖有

待商榷,卻開近代歷史動物研究先河。 隨後徐中舒撰《殷人服象與象之南遷》,④文中認為商代河南

就存在大象,周代以後大象不斷南遷。 而後,考古學、古生物學領域的學者楊鐘健、劉東升考察了安

陽殷墟存在的哺乳動物群,將名稱一一列出。⑤也就是說,考古與古生物學在歷史動物研究領域尚

未成型時就已經介入其中。
雖然歷史動物研究在 20 世紀初已經出現,但其作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即歷史動物地理,⑥卻是

由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開創。 1976 年文煥然在《動物學報》發表《我國古籍有關海南諸島動物

的記載》 ⑦一文,是為文煥然研究歷史動物之開端。 此後文先生陸續有成果問世,與其他人成果一

起,匯成《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⑧歷史動物地理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初見雛形。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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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恒先生是歷史動物地理形成過程中另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專以動物為研究旨趣,出版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

的歷史變遷》、《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中

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 II)》,⑨歷史動物地理作為歷史地理學科下的分支自此完全形成。
從時間上看,歷史動物地理形成至今不過三四十年左右,歷史並不長。 而反觀兩位先生的研究

與歷史動物地理的成型,可以發現兩個問題。
第一,文煥然、何業恒開創歷史動物地理有着強烈的現實關懷。 在生命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地

球上的動物已經歷多次大規模的新生與滅絕,寒武紀物種大爆發和白堊紀恐龍滅絕就是其中的代

表。 這意味地球上的動物在不斷變化,不斷有動物興起,又不斷有動物滅絕。 近一萬年人類力量漸

漸壯大,影響、介入了其他動物的生命軌跡,有的動物因為人類的出現,難以存續,甚至滅絕。 在人

類力量的影響下,僅從 1600 年到大概 2000 年,就有大約 85 種獸類、113 種鳥類、21 種爬行類、2 種

兩棲類、23 種魚類、98 種無脊椎動物滅絕,動物滅絕的速度還在不斷上升,“在 1600~ 1700 年間,鳥
類和獸類的滅絕速率大約是每十年一種,但在 1850~1950 年間卻上升到每年一種”。⑩

而歷史動物地理的出現與社會對動物滅絕的關注不無關係。 在《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

遷研究》“歷史動物地理”部分,文煥然、何業恒以《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作為開

端,其他內容也多圍繞珍稀動物展開,說明兩位先驅在歷史動物地理開創之初是以歷史上的珍稀動

物作為切入點。 何業恒先生更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珍稀動物上,通觀其著作名稱———《湖南珍稀動

物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虎與中國熊的

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 II)》,就可

以發現相關內容都以珍稀動物為研究對象。 故而,歷史動物地理的出現和發展,和現實中人們對動

物滅絕的關注息息相關。
第二,在歷史動物地理成型之初,就形成了以歷史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為主要線索的研究模

式。 具體的研究內容圍繞動物分布變遷展開,如《中國珍稀動物歷史變遷的初步研究》圍繞歷史上

揚子鱷、孔雀、鸚鵡、野象、犀牛、野馬、野驢等動物的分布變遷、滅絕展開。 若對何業恒的著作稍一

觀察,也可以發現同樣研究理路的存在,對鳥獸蟲魚的關注亦多集中於梳理其分布、變遷。 這樣的

研究理路構成了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模板和底色,之後大多數研究者都無法擺脫這一敘述模式,
如文榕生《中國珍稀野生動物分布變遷》 、劉洪傑《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

變遷》 、藍勇《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 、曹志紅《老虎與人:中國虎地理分布和歷

史變遷的人文影響因素研究》 、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 ~ 1958)》 、李
冀《先秦動物地理問題探索》 、張潔《中國境內亞洲象分布及變遷的社會因素研究》 等。

這樣的模式雖不能涵蓋所有成果,確曾屬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主流,亦是其獨特之處。 但若僅

以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為主要線索開展歷史動物研究,其內涵稍顯狹窄。 正因如此,歷史動物地理

的論著在回顧以往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將其與其他歷史地理分支研究進行對比,認為其相對薄弱。
如,曹志紅認為“相較於歷史自然地理中其他要素的研究而言,依然不可否認的是,歷史動物研究

因起步晚,理論研究缺乏,以致研究對象分散、研究人員分散、研究進展緩慢、研究成果依然較為薄

弱。 主要成果還是體現在文、何兩位學者的專著上”。張潔也道“歷史動物地理,不論是在已有研

究成果上,還是研究人員的配備上,相對歷史地理其他內容的研究而言都是較為薄弱的”。

作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領域之一,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確實相對薄弱,但這並不是歷史動物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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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現狀,因為歷史動物研究不僅僅關注動物的種類、分布和變遷。 正因如此,歷史動物地理目

前的研究模式有其局限性。
第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 歷史動物地理主要關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這種研究模式極大的

縮小了其可研究的對象。 在歷史上,大多數動物的數量或者分布區域都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動,但這

種變化並不是絕對的,動物的演化、變遷往往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 而在一定的時間內,歷史上多

數動物恐怕並不會發生顯著變遷。 比如在中華文明出現以後數千年,對於大象、老虎等動物而言,
確是滄海桑田,其命運經歷了巨大的起伏變化。 但對於蛇、螞蟻、老鼠等動物而言,這數千年卻並未

發生整體性的顯著變遷。 若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的模式來研究歷史動物,蛇、螞蟻、老鼠等動物

很容易被排除在外。
第二,研究內容的局限性。 因歷史動物地理主要關注動物種類、分布、變遷,這就限制了其研究

內容。 若將視野進一步放大,以歷史動物為主要關注對象的研究還有很多。 動物作為可移動的生

命物種,與周圍的環境、生命存在交互,動物的習性、數量在變化,其對自然環境和動物生態也造成

影響。 動物與人的關係和互動更是值得探究的課題,人對動物的認知、動物對人的影響、人對動物

的影響、動物文化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內容,其他諸如歷史動物入侵、動物疾病等也應屬於歷史

動物研究的範疇,歷史動物研究內容不應僅包含動物種類、分布、變遷。
要之,歷史動物地理在開創之初存在一定的局限,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無法有效囊括歷史動物

研究的範疇。 但在理解上述局限性時,必須明白所謂的局限性是建立在對比之上,也是在梳理歷史

動物研究成果後進一步反思的產物。 因為歷史動物地理也是一門新興學科,創立至今不過三四十

年,任何學科在草創和最初發展階段都不可能很完善,何況歷史動物地理在學科上本就屬於自然地

理,更多地關注動物自身分布、變遷也是其學科特點,至今動物自身的分布、變遷仍屬歷史動物研究

中的基礎內容。

二、歷史動物研究的新範式及其限域

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經歷了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何業恒先生之後,鮮有學者專門從事歷史動物

研究。 直至 21 世紀,歷史地理出身的侯甬堅在 2004 年成立“歷史動物研究小組”,復原歷史上動

物的數量、分布情況,探討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其成果僅學位論文就達十餘篇。這些研究已突破

了歷史動物地理原有的敘述模式,內容不僅涉及動物的分布變遷,也涉及對動物的認識、利用等。
毫不諱言,在歷史動物研究上,繼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之後,“歷史動物研究小組”開創了中國

歷史動物研究的另一次高潮,走出了歷史動物地理的原有框架。 這一次變革是歷史動物地理學者

的內部突破,同時又深受環境史的影響,“歷史動物研究小組”的發起人侯甬堅是中國環境史的主

要學者之一,小組成員的成果也多載於《中國環境史研究》第 3 輯《歷史動物研究》。

環境史近幾十年在中國迅速興起,主要關注歷史上人與自然的互動,讓自然進入歷史,人類回

歸自然。而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自然也就進入環境史研究的範疇。
環境史對動物的關照同樣有着現實關懷,如王利華所言,人類與其他物種同屬一個相互依存的

“生命共同體”,“自人猿揖別,人類自信不斷增強,自詡為萬物靈長,但長期以來未能處理好與其他

物種的關係,承擔好保護‘生命共同體’應盡的道德義務,導致物種銳減、生物多樣性嚴重破壞,長
此以往必將禍及人類自身”。 出於對相關問題的關照,“環境史家亦自覺開展對人類與其他物種關

係的歷史探討,給保護動植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提供過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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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史當中,有關歷史動物的研究對歷史動物地理有所繼承。 環境史同樣涉及動物的分布、
變遷研究,只是更進一步,在此基礎上考量人與動物的互動與環境變遷,王利華《中古華北的鹿類

動物與生態環境》通過考察中古華北鹿類的數量分布以反映當時當地的環境狀況,是為代表。 環

境史視野下的歷史動物研究打破了最初的歷史動物地理研究模式,可稱為動物環境史。
環境史關注人與自然的互動,而環境史之“環境”又具有變態與常態兩面性。 趙九洲認為,常

態環境是長時間持續穩定存在的環境狀況,如山地或平原的地貌、土壤、水文、氣候等;而與此相對

的變態環境則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化而持續時間卻有限的環境狀況。這樣定義有一

定道理,但若是如此劃分、定義常態環境與變態環境,恐怕還是有一定的問題。 具體而言,所謂變態

與常態都只是相對的,在不同的時段下,環境要素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也不一樣,只要時段夠長,任何

環境要素都是變化的;同樣,只要時段夠短,任何環境要素都有不變的一面。 因此,常態和變態是環

境要素的一體兩面,大多環境要素都明顯具備這兩個特徵。 而且,環境要素的常態與變態若是放入

人類社會文化中,又更為複雜,對於相關的人員而言,環境要素是否變化本身已經不重要,只要環境

要素仍然存在(甚至已經消失),對其而言都具有常態性,比如泰山封禪對於古代帝王有非同尋常

的意義,不論泰山如何變化,泰山的含義一直被延續,故對於帝王而言,泰山在文化上是常態的。
“環境”常態與變態同樣也體現在動物上。 從自然的角度,在不同的時段下,動物在分布、變

遷、產生、消亡上呈現出的狀態並不一樣。 放眼數億年,地球上絕大多數動物都經歷過產生、變遷和

消亡的命運。 但在歷史當中,若時段僅僅為數十年或數百年,不少動物不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而動

物環境史同時關注環境要素常態與變態這兩個方面,使得那些短時段內種群並未發生顯著變化的

動物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同樣,動物環境史在內容上比較廣泛。 “無數動物種類‘曾經’參與並將繼續影響人類經濟、社

會和文化;人類活動亦不斷改變着許多動物的歷史命運,並賦予他們無比豐富的文化內涵。” 動物

環境史關注的是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考察人與動物如何互相介入各自的生活、生命軌跡,這種

介入又產生了什麼影響。 沿着這條線索,可以延伸出很多課題,這些課題包含的具體內容目前尚未

有過清晰的討論。 但美國學者休斯曾將環境史的主題寬泛地分為三大類:環境因素對人類歷史的

影響;人類行為造成的環境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反過來在人類社會變化進程中引起回響並對之產生

影響的多種方式;人類的環境思想史,以及人類的各種態度藉以激起影響環境之行為的方式。若

借鑒其劃分邏輯,動物環境史的研究主題也可以分為三大類:動物對人類與人類社會的影響;人類

對動物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反過來對人類造成的後果;人類的動物認知、動物文化,以及人類

對動物施加影響的思想、方式。 如此,其研究內容已然超脫動物本身的分布與變遷,將人類與動物

糾葛在一起,放入“生命共同體”的範疇中。 在動物環境史中,動物利用、動物災害、動物疾病、動物

文化等等都被納入研究的範疇。 黃志繁和夏炎等多位學者已經先行一步,利用環境史視野重新審

視歷史上的動物,將動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動物文化信仰納入到研究當中。

若以環境史視角重新梳理中國的歷史動物研究,會發現相關的研究非常豐富。 歷史動物地理

的相關研究前文已有詳述,除此之外還有動物災害研究,如歷史上蝗災的成果比較豐富,研究也比

較成熟,具體可以參見《近十年來中國自然災害史研究綜述》、《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研究述評》。

再如,關於虎患(即人虎沖突)的研究,也湧現出藍勇、劉正剛、曹志紅等發表的系列成果。 蝗

災是蝗蟲與人之間互動的一種表現形式,虎患是人虎之間的一種衝突形式,符合動物環境史的研究

理念。 但在以往,動物災害都被劃入災害史研究中,沒有受到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人員的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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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動物利用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歷史動物地理也有涉及,如滕馗對熊的利用進行過詳細研

究,張潔對象的關注、聶傳平對海東青的研究等等也都涉及這一點,但這些研究深受環境史的影

響,這在前文已有論述。 而有關牧業、漁業的研究以往多屬於經濟史或農業史的範疇,實際上,牧業

和漁業也屬於動物利用的範疇。 再者是動物文化的研究。 中國歷史上動物的文化、信仰非常發達,
蛇、老虎、老鼠、魚、鱷魚、黃鼠狼、刺蝟等都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留下過自己的痕跡,有關歷史動物

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內容多集中於十二生肖,在此不詳述。
在研究對象和內容上,動物環境史較之前已經大大拓展,但動物環境史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問

題。 環境史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動物環境史亦是研究歷史上人與動物的關係,這種構建背後蘊

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 一方面,強調人與動物的關係使得動物環境史的研究時段被限制在人類出

現以後,這意味着環境視野下的動物研究無法將研究拓展到人類出現之前的時代,人類出現之前動

物的分布與變遷、動物與自然的互動就被環境史視野所不容。 另一方面,歷史動物研究試圖走出

“人類中心主義”,將視野放在較少被關注的動物之上,而強調人與動物的互動,將導致歷史動物研

究無法擺脫“人”的陰影。
故而,環境史的介入一方面給了歷史動物發展新的契機,在繼承歷史動物地理的基礎上,進一

步豐富完善了歷史動物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與此同時,由於環境史本身着眼於研究人類出現之

後的歷史,其在時間縱向上有一定的缺陷,
 

相關研究無法推向人類出現之前的時段。 強調人與動

物的關係,則可能將歷史動物研究淹沒在“人”當中,成為披着歷史動物外衣的人類史。

三、歷史動物研究與動物倫理

動物倫理是處理人與動物關係的準則,要求人在對待動物時,保護、善待動物。 動物倫理的概

念是由西方提出的,西方第一個自覺將道德擴及動物的思想家是邊沁,而真正專注於動物倫理,並
進行系統闡述的學者有辛格、雷根、費恩伯格等。 辛格在代表作《動物解放》中,深刻檢討了在人與

其他動物關係中,人類所表現出的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在這種邏輯下,動物所遭受的無端痛苦與災

難,這種災難表現在動物實驗、動物飼養等各個方面,為此,辛格呼籲一切動物均為平等。而雷根、
科亨的著作《動物權利論爭》也值得關注,雖然兩位作者都認為人類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上要高於其

他動物,甚至認為動物不具有權利,但在保護動物和不虐待動物上,其立場卻極為堅定。

動物倫理學將倫理道德從人與人之間擴大到人與其他動物之間,這是對以往人類中心主義的

反動,特別是在西方,基督教認為人類是上帝的寵兒,人類天然擁有高於其他動物的權利。 而在中

國,在對待動物上,雖也逃脫不開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但佛教認為眾生平等,故而素食、不殺生,

這實際上也是提倡保護和尊重動物,在古代農業社會中,這種思想一直被宣揚,不善待動物被認為

會遭致惡報。
歷史動物研究中也不免涉及道德倫理,因為歷史動物研究的對象比較特殊,動物與其他物品、

制度並不一樣,它們是有生命的物種,與人類非常相似。 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在研究過程中

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即如何看待、處理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於人與動物的關係,有兩種傾向,一種是人類中心主義,處理人與動物的關

係時,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對動物的痛苦、權利漠視;另一種是生態中心主義,即認為動物與人類擁

有完全同等的權利,人類不可為了自身的利益傷害其他動物,甚至為了保護動物人類需讓渡自身利

益。 為了避免在環境史研究中產生這兩種傾向,王利華提出“生命中心論”,主張“既要關懷人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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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命,同時還要關懷其他物種和整個環境的生命”。 但這種關懷也是有差別的,總體上仍傾向

於人本主義。楊通進在動物倫理學的闡述中也曾提出類似看法,其曾借歸真堂活取熊膽事件,反
思人與動物的關係倫理,並提出基本利益優先原則,即當人的基本利益、重要利益與動物的基本利

益發生沖突時,優先考慮人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當人的瑣碎利益與動物的基本利益發生沖突

時,動物的基本利益優先於人的瑣碎利益。也就是說,動物倫理要求我們保護、善待動物,但人類

為了滿足自身基本的生存、健康,殺害、利用動物並不受道德譴責。
實際上,作為人類,在處理與其他動物的關係時,保證自身的生存、延續是我們本能的選擇,若

為了保護動物犧牲人類的生存與健康,這只存在於道德空想當中,在現實生活不可能大規模推行,
故而歷史動物研究學者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免會有人本主義的傾向,比如我們多數人在研

究動物利用課題上很少會猶豫,但只要不走向極端,這無可厚非。 與此同時,無論是動物倫理學,或
者是“生命中心論”都在告訴我們,歷史動物學者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可毫無道德顧忌,在
面對其他動物時,也應該有最起碼的敬畏與尊重。

在以往的歷史動物研究中,雖然能見到對動物的關懷,如在大量的動物變遷史研究中,研究者

會發現人類在動物變遷、減少和滅絕中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多數動物在歷史時期的人類面前屬

於弱勢一方。 但總體上,歷史動物研究者大多缺乏自覺,他們很少真正考慮過如何面對活生生的研

究對象,或者真正將自己的研究對象看作是有血有肉,能夠感受到痛苦的物種。 近期陳懷宇《從生

物倫理到動物倫理:動物研究的反思》已涉及動物倫理,但將其納入或應用於歷史動物研究中尚需

時日。故而,在歷史動物研究中,引入動物倫理有助於歷史動物學者重新思考、面對自己的研究對

象,身懷對生命的敬畏,更加審慎地展開自己的研究。
當然,上文已經表達過,引入動物倫理並不是要限制歷史動物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比如動物利

用等,也並不妨礙研究者追求歷史的真實。 只是當我們把動物看作活生生的物種時,一方面可以發

現另外的歷史真實,探尋在動物馴化、動物利用中動物所遭受的命運;另一方面,在講述這些動物遭

受苦難時,研究者可以稍存對生命的敬畏,而不是文筆飛揚、眉飛色舞,恨不能以為珍饈、補藥。
不過,動物倫理只是給歷史動物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指導,糾正我們在研究中經常出

現的人類中心主義傾向,喚起歷史動物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重新思考和對生命的敬畏,但切勿因此

陷入生態中心主義,走向另外的極端。

四、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基本構建

從前述中國歷史動物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歷史動物地理、動物環境史各有特色,又各有局限,
無論是歷史動物地理抑或動物環境史都無法清晰勾勒歷史動物研究的全貌。 國外的歷史學研究已

出現“動物轉向”,國內歷史動物研究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關注歷史動

物這一話題,相互碰撞。 但歷史動物研究的原有模式遭到衝擊,近期出現的動物環境史存在缺陷,
尚不成熟,新的研究框架目前仍未成形,歷史動物可以研究的範疇,中國歷史動物可以如何研究等

這些基本的問題亦模糊不清。
為了探明以上問題,可以再次轉向中國已有的歷史動物研究。 中國歷史動物研究成果分布在

多個學科,早期的學者楊鐘健、劉東升就屬於考古、古生物學領域,現在這些領域仍涉及歷史動物,
只是相關的專論較少。 歷史學較早涉及歷史動物研究,較為系統的有歷史動物地理與動物環境史。
歷史動物地理目前的研究模式偏向於自然地理,強調動物的分布、演變,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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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顯狹隘;動物環境史關注人與動物的關係,將研究時段隱隱限制在人類出現以後,使歷史動物研

究難以走出“人類中心主義”。 但轉換視角,動物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非常豐富,可以從自然、
文化等多個維度考量發生在歷史動物身上的故事。 歷史動物地理在理論框架設定上,不強調人的

作用,其時段也存在無限延長的可能性,甚至囊括人類出現之前的時代。 顯而易見,歷史動物地理

與動物環境史存在互補關係,二者互相結合各取所長,可避免各自的局限。
基於上述梳理,歷史動物研究的輪廓或可確定如下部分。
首先,歷史動物研究的內容、對象廣泛豐富,以歷史動物為主題的研究都可納入,其中的動物是

除人以外的所有動物。 歷史動物研究的主題可以僅圍繞歷史動物本身及其與自然的互動展開,也
可以圍繞歷史動物與人展開,考察動物災害、動物利用、動物馴化、動物入侵、動物疾病、動物文化等

廣泛的議題。 但在研究歷史動物的過程中,我們往往自動將人排除在動物界之外。 事實上,在整個

生態系統中,人類也是諸多動物的一種,雖然人類的力量現在很強,但這改變不了人類屬於動物的

現實。 歷史動物確實以動物為研究對象,而其出發點是為了跳出以往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模式,
關注人類周圍其他動物的命運,故而在具體的研究中並不以人類為研究主體。 與此同時,歷史動物

中不排斥人類的出現,因為在人類力量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其他多數動物的命運深受人類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動物研究很難將人完全排除在外。

其次,歷史動物在縱向上,並不止步於人類出現以後的時段。 中國數千年來有大量文獻、圖像

傳世,為歷史動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與便利,而這同樣也使多數歷史動物研究者將時段限於有

文獻記錄的時代。 這種現象本身並不值得非議,而且相對於其他國家,延續不斷的歷史文獻正是我

們的特色和知識寶庫。 但我們不能被目前的研究蒙蔽雙眼,誤以為歷史動物是研究人類出現以後

動物的歷史。 在生命進化史上,人類出現不過區區百萬年,而地球在數億年前就已經出現動物,若
是將這些動物棄置,所謂歷史動物研究未免過於狹隘。 考古、古動物學等領域的專家對人類出現以

前的歷史動物已有研究,歷史學者亦可與之開展合作,借鑒他們的研究成果,進行相關研究。
再者,歷史動物是多學科的研究領域,除歷史學外,考古與古動物等學科需接觸古文獻或地層

中的動物骨骼、化石,通過對文獻、骨骼、化石進行分析,可以對動物分類、分布、演變等等進行研究,
故其時常進入歷史動物研究的領域,前述楊鐘健、劉東升就屬此類,動物學者編寫的《中國動物

志》 不少內容也是對歷史動物的研究和追溯。 歷史動物跨越了諸多學科,卻又不完全屬於目前任

何一個學科,這就是歷史動物研究的現狀,未來這一情況應當仍然會持續。 在學科發展的道路上,
這樣的情況恐怕會越來越普遍,跨界變得越來越頻繁,邊界將逐漸模糊。

歷史動物研究的範疇大致確定後,如何研究歷史動物是另外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於大多

數學科,理論和方法是不斷更新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大數據分析、計量史學、歷
史人類學、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文獻考據等方法都可以按需應用到歷史動物研究中,未來新的方法

和路徑也可按需不斷納入其中。 但歷史動物研究中,至少有兩點內容可能是很難改變的。
其一,歷史動物研究需要跨學科。 研究動物的前提是了解這種動物,而動物學的知識多屬於生

物學科,研究歷史動物則需涉足歷史,這意味着進入歷史動物的前提就是跨學科。 何況在具體問題

的研究中,來自考古、古動物學、人類學,甚至心理學等學科的知識都需兼容並包,方能粗略展示發

生在動物以及動物與人身上的故事。
但另一方面,本文特別強調歷史文獻對中國歷史動物研究的功用。 轟轟烈烈的後現代主義對

歷史的真實性大加鞭撻,一度引得史學界內外沸沸揚揚。 後現代主義讓歷史學者進一步清醒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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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他們正在追求的真實只是相對真實,但在追述歷史的時候,恐怕後現代主義也無法否認歷史文

獻的作用,可能正如伊萬斯所說,“後現代主義鼓勵歷史學家更仔細地審視文獻,更認真地去掉其

表面上的銅鏽,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敘事”。文獻對於史學的作用之大無需贅述,特別是對於中

國。 在中國,不算甲骨文,歷史文獻也已連續傳承兩千餘年,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所不具備

的。 在歷史動物研究中,跨學科,借助自然科學手段在世界範圍內是共通的,全世界的學者都可以

如此展開自己歷史動物研究的歷程。 唯獨在中國,憑借自身海量的歷史文獻記錄,我們可以做出自

己有特色的歷史動物研究,這是國外學者所難以達到的,也是我們需要珍視和重視的。
再則,歷史動物研究需要遵循基本的動物倫理。 由於歷史動物研究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動物,它

們與人類一樣,有呼吸、有生命,同樣會經歷生老病死,故而歷史動物研究在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

時,需遵循基本的動物倫理。 在以往的中國歷史動物研究中,很難發現明顯的動物倫理訴求,對於

中國歷史動物學者,這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五、結語

從 20 世紀初中國歷史動物研究開始出現,到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開創歷史動物地理,再到

新時期歷史動物研究新範式的出現。 回顧歷史動物發展的這段歷程,環境史的影響及歷史動物研

究新範式的出現,對已有的歷史動物研究理念和框架產生衝擊,這使得歷史動物研究處於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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